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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累积生态风险是指来自家庭、学校、同伴等社会生态环境中的能够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的多重风险因素。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往往更容易受到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健康危险行为的出现。

因此，本研究对622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探讨累积生态风险、消极自我图式以及内隐健康理论与

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旨在为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结果

显示：(1) 累积生态风险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2) 消极自我图式是累积生态风险

与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3) 累积生态风险通过消极自我图式对健康危险行为的间接效应受到

内隐健康理论的调节，相对于持有健康增量理论的个体，间接效应对于持有健康实体理论的个体更显著，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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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refer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risk factors across an individual’s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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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such as family, school, and peer influences, which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 individual. 
Given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at a critical stage of life and are often more vulnerable to various 
risk factors, resulting in health risk behavi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
vey on 622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s, nega-
tive self-schema, lay theories of health and the unhealthy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im w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of unhealthy behav-
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has a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health risk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2) Neg-
ative self-schema serves as a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and 
health risk behavior; (3)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through negative self-schema on health risk be-
havior indirect effect is regulated by lay health theory, compared with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health incremental theory, indirect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individuals holding the health en-
tity theory,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is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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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15~24 岁)在个体成长发展中处于关键时期，也是其逐步融入社会的重要过渡阶段；此时

生理与心理发展不平衡，不稳定因素较多，因此相较其他年龄阶段更易出现有损健康的行为，即健康危

险行为(Steinberg, 2010)。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是指会对青少年身体健康及健全状态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

甚至可能使其成年后健康水准与生活质量下降的行为(季成叶，2006)。此类行为会诱发疾病与心理问题，

对个体终身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全球范围内，青少年残疾与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健康危险行为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其次，健康危险行为甚至存在代际传递效应(高佳源等，2020)，在损害

个体自身健康的同时，还会给下一代的发展带来不利后果。季成叶等人参照国际惯例，结合本国实际，

将中国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定义为七种类型：饮食相关危险行为、缺乏体力活动行为、非故意伤害行

为、故意伤害行为、物质滥用行为、精神成瘾行为、危险性行为(季成叶，2007)。 
从年龄特征来看，大学生正处于健康危险行为的高发阶段。大学生虽已成年，但未完全进入社会，

且刚脱离中学阶段的高压环境，往往难以自觉识别各类健康危害因素，且易发生危险行为聚集现象(冯永

辉，2016)。当前研究显示，大学生存在物质滥用(如吸烟行为)、精神成瘾(如网络成瘾行为)等多种健康危

险行为(翟蕾等，2007)。因此，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探讨其心理机制兼

具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按照生态系统理论，个体成长会同时受到家庭、学校、同伴以及社区等生态子系统的联合影响

(Bronfenbrenner, 1977)。环境始终在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行为，有利情境能够促进健康成长，风险情境则可

能阻碍发展，威胁个体成长。青少年并非处于真空之中，其成长环境里的多种因素并不是各自独立产生

作用，各生态系统之间交叉重叠、相互影响，对个体发展形成多重且累积的效应；累积水平越高，生存

环境越不乐观，个体从事健康危险行为等负面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已有研究表明累积生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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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与大学生运动拖延(金豆，董亚琦，2024)、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Chen & Xie, 2026)等负面行为呈

现显著的正向关联。 
自我图式(self-schema)指个体基于已有经验对自我形成的认知概括(Markus, 1977)，能够组织并指引个

体对社会经验中涉及自我的信息加以加工。消极自我图式则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负面认知概括(Beck, 
1987)；与积极自我图式者相比，高消极自我图式者更可能以消极方式编码、储存和提取自身相关信息，

从而作用于其行为。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基本心理需要获得满足既是个体健康发展的核心条件，也是外

部环境因素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动机路径(李董平等，2016)。图式理论(Andrews, 2009)指出，个体早期遭

遇的不幸事件、核心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等消极经验会促使个体产生消极的自我图式。自我图式具有

调节个体行为的功能，积极的自我图式能够提高个体在特定领域内的行为表现，而消极的自我图式与消

极情绪以及行为的回避、抑制相关(Cyranowski & Andersen, 1998)。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的消极自我图式

与不健康的行为模式以及心理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廖明英，陈旭，2006)。目前有关自我图式与健

康危险行为的直接研究较少，但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可以增加个体从事健康促进行为的可能性

(Luszczynska et al., 2011)，自尊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健康危险行为(徐涛等，2026)。而自我图式是一种与

自我有关的基础性认知结构，它为自我效能感、自尊等心理变量提供认知基础，并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

紧密的关联(陈建文等，2022)，由此，大学生的消极自我图式会促使其在加工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时产生负

性认知偏向，进而可以正向预测其健康危险行为。例如，有研究指出，消极自我图式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作用个体的网络成瘾行为(陈建文等，2022)，而网络成瘾是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

来自各类生态子系统中的风险因素累加而成的累积生态风险可能是个体消极自我图式的重要诱因。当生

态情境中的多种风险交叉叠加，成长环境变得不利，个体便可能获得负性生活经验，形成消极自我认知，

影响对自我信息的认知偏向，最终作用于个体的健康危险行为。 
Dweck 等(1995)提出，内隐理论指的是个体对人格、智力等重要属性能否通过自身努力发生改变所

持有的一种内隐信念。该理论涵盖渐变论与实体论两种取向：渐变论者相信个人属性能够改变、可以

塑造；实体论者则主张个人属性由不可控因素决定，属于固定、难以塑造的特质。受 Dweck 等人研究

启发，健康心理学在预测健康行为时，逐渐关注内隐健康理论这一心理机制。现有内隐健康理论可分

成健康增量理论和健康实体理论，二者分别体现了个体编码与组织健康信息的不同方式。持健康增量

理论者往往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能通过努力得到提升；持健康实体理论者则更可能认为，健康水平

主要受先天因素影响，不易改变(Bunda & Busseri, 2019)。并且研究发现，内隐健康理论与自我效能感显

著相关，持有健康增量理论的个体会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Bunda & Busseri, 2019)。自我效能感能够

反映一个人对生活的掌控感，它与自我图式密切相关。基于此，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内隐健康理论可以

影响个体的自我图式，持有健康增量理论的个体由于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自我图式的消极程度会

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累积生态风险模型为基础，整合家庭、学校、同伴等主要发展场域中的多重风

险因素，考察其累积效应对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并检验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作用与内隐健康理

论的调节作用，以揭示该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为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提供理论依

据。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累积生态风险对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假设 2：
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作用成立，累积生态风险通过提高个体的消极自我图式水平，进而显著正向预测健

康危险行为。假设 3：内隐健康理论在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中具有调节作

用，相对于持有健康增量理论的个体，持有健康实体理论的个体有更高的消极自我图式水平，倾向于从

事更多的健康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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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平台对 756 名大学生进行线上的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756 份，剔除作答时间小

于 300 s、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目以及明显规律作答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22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

率为 82.28%。参与者平均年龄为 19.96 岁(SD = 1.44)，其中女性 346 人，占比 55.6%。 

2.2. 研究工具 

2.2.1. 累积生态风险问卷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参考前人在领域内的相关研究，遵循累积生态风险指数构建的六大原则

(李董平等，2016)，从家庭、学校、同伴三个环境系统中综合选取与健康危险行为相关的 9 个风险因素，

构建出累积生态风险指数。  
父母受教育程度。共 2 个项目，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Gerard & Buehler, 2004)。采用 6

点计分法，从“小学及以下”到“研究生及以上”依次计 1 至 6 分。 
家庭类型。使用 1 个多选题项目对被试的家庭类型情况进行测量(靳明，王静，2022)。 
经济困难。采用经济压力问卷(王建平等，2010)测量被试的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共 4 个项目，5 点记

分，总分越高，经济困难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3。 
亲子关系。选用鲍振宙等人(2014)修订的亲子关系量表作为亲子关系测量的指标，共 7 个项目，5 点

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亲子关系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8。 
父母关系。选用 2 个项目对父母关系进行评价(鲍振宙等，2014)，5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父母关系

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0。 
学校联结。研究采用的学校联结量表由 Resnick 等人编制，由喻承甫与张卫等人翻译(Resnick et al., 

1997)，共 6 个项目，5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学校联结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2。 
朋友支持。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汪向东等，1993)中的朋友支持分量表进行测量，共 4 个项目，5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朋友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0。 
越轨同伴交往。越轨同伴交往问卷由 Li 编制，由宋静静等人修订(Li et al., 2012)，用于评定越轨同伴

交往的程度，共 8 个项目，5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被试与越轨同伴交往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86。 
同伴侵害。通过同伴侵害问卷(周莎莎等，2014)进行测量，共 9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法，总分越高

代表受到同伴侵害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8。 
将九个风险因素的得分进行编码，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如果均“低于中专或高中”，则编码为 1 (有

风险)；家庭类型并非由双亲或双亲与祖辈共同抚养则编码为 1 (有风险)；将经济困难、越轨同伴交往、

同伴侵害 3 个风险因素按照 75 百分位数的分界标准进行编码，得分大于等于此标准的被试编码为 1 (有
风险)；将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学校联结、朋友支持 4 个资源因素按照 25 百分位数的分界标准进行编

码，将得分小于等于此标准的被试编码为 1 (有风险)。将 9 个因素的编码值相加，即得累积生态风险指

数，指数越高，说明个体面临的风险越多。 

2.2.2. 消极自我图式量表 
采用简明核心图式量表(Fowler et al., 2006)对大学生的消极自我图式进行测量，该量表由 6 个项目组

成，如“我是无人爱的”，被试可选择对项目相信与否，若选择“是”，则需再从“略微相信”至“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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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四种相信程度中进行选择，并分别计 1 至 4 分。总分越高代表自我图式越消极。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5。 

2.2.3. 内隐健康理论量表 
基于以往研究，选用 6 个项目作为被试健康实体理论与健康增量理论(Bunda & Busseri, 2019)的指

标，例如“我无法改变自己健康状况的好坏”，采用 6 点计分，其中前 3 个项目被反向计分，并与后 3
项平均，作为健康增量理论的指标。总分越高，则健康增量理论水平越高。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2。 

2.2.4.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大学版) 
选用“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的大学版问卷(季成叶，2007)测量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

为。该问卷由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编制，是健康危险行为领域权威性强、应用广泛的测量工

具。问卷共包括 7 个方面的健康相关行为。 

2.3. 统计学方法 

研究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法进行数据的相

关分析，其中检验水准 α = 0.05，p 值为双侧概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通过 Bootstrap 法检验，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则使用 PROCESS 插件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自我报告式的数据收集方式可能带来共同方法偏差，本次研究在程序层面借助匿名作答和设置

反向计分题加以控制，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问卷数据展开分析，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

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42 个，其中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9.333%，明显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据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结果未受到严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在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方面，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不同性别(男生：−0.0242 ± 
21.68947；女生：0.0193 ± 24.11905)的大学生在健康危险行为水平上差异不显著(t = −0.023, df = 620, p 
= 0.981 > 0.0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6,615) = 1.946, p = 
0.71 > 0.05)。其次，考察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的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不同性别

(男生：6.45 ± 1.16；女生：6.09 ± 1.11)的大学生在累积生态风险水平上的差异显著(t = 3.87, df = 578, p 
< 0.00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6,615) = 0.648, p = 
0.69 > 0.05)。 

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所有核心变量间两两相关，累积生态

风险、健康危险行为、消极自我图式、内隐健康理论四个核心变量间的相关方向均符合研究预期。累积

生态风险与消极自我图式(r = 0.26, p < 0.01)、健康危险行为(r = 0.28,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与内隐健康

理论(r = −0.13, p < 0.01)呈负相关，说明累积生态风险指数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持有健康实体理论，自

我图式越消极，健康危险行为也会增加。消极自我图式与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显著(r = 0.39, 
p < 0.01)。另外，内隐健康理论与健康危险行为呈现显著的负向关联(r = −0.11, p < 0.01)，说明个体越倾

向于持有健康增量理论，其从事健康危险行为的可能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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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key variables 
表 1. 各核心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年龄 1        

2) 性别 −0.16** 1       

3) 年级 0.78** −0.35** 1      

4) 专业 −0.06 0.11** −0.10* 1     

5) 累积生态风险 −0.01 0.15** −0.05 0.02 1    

6) 内隐健康理论 0.03 0.15** −0.04 −0.01 −0.13** 1   

7) 消极自我图式 0.07 −0.05 0.10* −0.01 0.26** −0.27** 1  

8) 健康危险行为 0.08 0.03 0.09* 0.01 0.28** −0.11** 0.39** 1 

M 19.96 0.44 2.00 2.14 6.25 4.18 0.38 0.38 

SD 1.44 0.50 1.12 1.34 1.15 0.79 0.61 0.49 

注：*p < 0.05；**p <0.01；***p < 0.001。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3.3.1. 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4，检验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效应。结果显

示，将性别与年龄纳入控制变量后，累积生态风险可显著预测消极自我图式，a = 0.14，SE = 0.02，p < 
0.001；在累积生态风险与消极自我图式一并进入回归方程的情况下，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危险行为具有

显著预测作用，c' = 0.40，SE = 0.09，p < 0.001，消极自我图式能够显著预测健康危险行为，b = 1.49，SE 
= 0.20，p < 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显示，消极自我图式在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危

险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 =0.21，Boot SE = 0.04，95% CI = [0.14, 0.31]。研究中，中介效应量占总

效应量的比例 ( ) 34.43%′+ =ab ab c 。 

3.3.2. 内隐健康理论的调节效应检验 
其次，采用 SPSS 软件中 PROCESS 插件的 Model7，将性别与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结果显

示，累积生态风险与内隐健康理论的交互项对消极自我图式具有显著预测作用，p < 0.05 (见表 2)。在健

康实体理论(M − 1SD)水平下，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效应值为 0.26，95% CI [0.14, 0.41]；而在健康增量理

论(M + 1SD)水平下，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效应值降低为 0.13，95% CI [0.07, 0.21]。这说明内隐健康理论

调节了消极自我图式在大学生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危险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阐明内隐健康理论的调节效应，以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为划分依据，将内隐健康理论分为高、

低两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1)。结果显示，当个体越多地持有健康实体理论时，累积生态风险对消极自

我图式的正向预测效应越显著。(Bsimple =0.17, p < 0. 001, 95% CI [0.11, 0.23])；而当个体更多地持有健康增量

理论时，累积生态风险对消极自我图式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小(Bsimple = 0.09, p < 0.01, 95% CI [0.04, 0.14])。 

4. 讨论 

4.1. 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危险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 

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危险行为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成长环境中的风险因素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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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出现健康危险行为的概率越高，假设 1 得到支持。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观点相符，在个体发展过程

中，生态环境中的资源与支持发挥着关键作用，对青少年成长尤为重要；而多重生态风险相互叠加所形

成的成长逆境，会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损害个体发展(刘宇潇，2020；胡万里等，2023)。 
 
Table 2. Tes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95% CI t 

消极自我图式 

性别 

0.34 63.28*** 

−0.05 [−0.14, 0.02] −1.46 

年龄 0.04 [−0.01, 0.05] 1.31 

累积生态风险 0.24*** [0.09, 0.16] 7.08 

内隐健康理论 −3.56*** [−3.12, −2.39] −14.85 

累积生态风险 
*内隐健康理论 −3.36*** [−0.51, −0.38] −14.01 

健康危险行为 

性别 

0.19 36.00*** 

0.02 [−0.06, 0.09] 0.46 

年龄 0.06 [−0.01, 0.04] 1.52 

累积生态风险 0.19*** [0.05, 0.11] 5.00 

消极自我图式 0.34*** [0.21, 0.33] 8.9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Moderating effect of lay theories of health on negative self-schema 
图 1. 内隐健康理论对消极自我图式的调节作用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因环境中的生态风险压力而面临资源损耗时，会倾向于寻求补偿，进而

可能发展出不适应性行为，如物质成瘾等健康危险行为(魏华等，2018)。此外，研究结果与生态系统理论

的观点相符合，个体的发展会受到多方面生态系统的共同影响，家庭、学校、同伴以及社区等生态子系

统会对青少年的健康全面成长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子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给个体发展带来长期深远的负

面作用，并引发多种不良行为。相较于单一、孤立的风险因素，由多重风险因素构成的累积生态风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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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其危害性也更大(Evans et al., 2013)。成长于累积风险环境中的个体，其

健康发展受损，相较于风险暴露较少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健康危险行为。 

4.2. 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作用 

依据 Beck (1987)的抑郁认知理论，个体在生命早期遭遇负性事件之后，往往会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

消极体验，这些体验会进一步诱发认知层面的偏差，并逐渐固化为消极的自我图式；这种自我图式一旦

形成，就会比较稳定地参与个体对外界环境信息的筛选与加工，使其更易注意、保持和解释与自身消极

图式相吻合的负面信息，倾向于加工环境中的一些消极刺激，最终对心理与行为造成不良影响。该理论

框架强调早期经验、认知结构与后续信息加工之间存在连续联系，也说明消极自我图式在风险因素与不

良结果之间可能发挥承接作用。 
本研究检验了消极自我图式在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危险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所得结果与前人研

究一致(陈建文等，2022)。研究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一方面与健康危险行为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能

够通过消极自我图式这一中介变量对健康危险行为产生间接关联，由此支持假设 2，即大学生处于多重

生态风险情境时，其负性生活经验越多，越容易产生消极认知偏差并形成消极自我图式，从而提升其出

现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健康危险行为的可能性。 

4.3. 内隐健康理论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内隐健康理论的调节作用显著，内隐健康理论可以作为调节消极自我图式水平的调

节变量而存在，即健康增量理论通过调节中介变量消极自我图式，影响累积生态风险与大学生健康危险

行为间的正向相关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验证了假设 3。 
心理韧性发展现象，即个体在曾经历或正处于严重压力、逆境的情况下，身心仍未受到不利环境造成

的损伤性影响，反而保持稳定、表现坚韧，甚至愈挫弥坚的现象(Masten, 2001)。根据韧性视角下的风险保

护模型，存在一些可以调节风险因素对个体造成的不良影响的个人品质或者环境因素。健康增量理论认为

健康是可控的，看重个人努力，可以视为一种个体资本和风险保护因素，它能调节不良成长环境对自我图

式的影响，降低多重生态风险情境中个体对自身作出负性认知概括的程度。另一方面，归因理论强调，个

体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解释会显著影响其情绪体验、自我评价和后续行为(Weiner, 1985)。Abramson 等(1978)
在抑郁归因风格理论中则指出，当个体把负性事件归结为内部的、稳定的且整体性的原因时，往往更易出

现自责、无望感以及消极自我图式。换言之，当大学生个体持有健康增量理论时，累积生态风险对个体的

自我图式的影响能力相对较小，从而减少个体从事健康危险行为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健康增量理

论扮演着保护性的角色，使个体相信自身努力的成效，进而缓冲了累积生态风险的不利影响。但是，当个

体持有健康实体理论时，他们更倾向于将健康看作特质性因素，不认可自身努力的有效性，因此累积生态

风险对个体的自我图式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使得个体持有消极的自我图式，导致个体容易出现健康危

险行为，可能的原因是相信健康实体理论的个体持有“先天因素，无可改变”的信念，在面对累积生态风

险时，个体的消极自我图式水平普遍较高，而消极自我图式又诱导了个体健康危险行为的出现。 

4.4. 研究价值与局限 

本研究根据符合中国大学生实际的健康危险行为分类，着眼于由七方面健康危险行为共同构成的健

康危险行为变量进行相关研究，测量科学全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为系统准确地考察大学生健康危险

行为的相关情况，减少了低估个体健康危险行为的可能。同时，采用个体成长环境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

家庭类型、家庭经济困难、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学校联结、朋友支持、越轨同伴交往、同伴侵害 9 种

影响因素综合构建累积生态风险指数，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大学生成长发展全貌，能够更为准确地估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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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中各类风险的共同影响。当前研究丰富了前人研究的观点，为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和变量干预提供

了新的视角，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个体自身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对其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影响比例约为 6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阶段，生理与心理发展尚

未完全协调，同时又面临学业、人际、就业等多重压力，生活自主性增强而自我管理能力仍在发展。基

于大学生的年龄阶段特点，大学生群体的健康危险行为是当前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在此基础之上，

本研究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号召，综合考察个体生活成长环境中的多重生态风险，并探讨其与个体健

康危险行为的关系，为实践工作者提供更加丰富、全面、准确的调查信息，为相关政策的拟定以及大学

生健康危险行为的科学预防、有效干预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与支撑。同时，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考察了内隐健康理论中健康增量理论的风险保护作用，有利于寻找实际工作的着力点与干预方

向，换言之，研究结果证明了在健康工作中进行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的重要意义，实际工作可以加大对健

康状况能够通过努力不断改善观念的宣传，注重对持有健康实体理论的风险个体的认知干预，引导其树

立健康的增量理论的方式，达到帮助个体应对风险、促进健康的目的。同时，研究强调了生态环境中支

持性资源的重要性，较低的累积生态风险能为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养成提供更稳定的外部条件。因此在实

践工作中也不能忽视对个体成长的多重生态环境的改善，相关政策与教育措施的推出理应得到更多重视，

通过形成多方合力，构建家庭、学校、社区等多方参与的支持系统，为青少年提供积极、健康的成长环

境，进而从源头处保护青少年健康。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被试不够多样。一方面，在地域上，本研究被试绝大多数被

试为中国中部地区大学生，但全国地域辽阔，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可能存在差异，应增加数据收集渠道，

增加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另一方面，在年级上，本研究被试多数为大一、大二年级学生，大三大四以

及研究生占比较少，未来研究应增加被试年级的均衡性，收集更为全面的数据。其次，本研究主要着眼

于大学生成长环境中多重生态风险对其健康危险行为的综合性影响，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未来研究

可探讨各个生态系统中的不同风险因素与大学生不同健康危险行为间的特定关联，更全面地揭示二者的

复杂关系，丰富对累积生态风险影响健康危险行为的认识。再次，研究探讨了内隐健康理论的调节作用，

未来研究可以对其进行干预，从而进一步验证其调节作用，还可以考察更多能够在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

危险行为中起到调节作用的个体特征或认知因素变量，丰富理论研究，保护青少年健康。最后，研究采

用横断研究方法，尽管在已有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与讨论了各变量的相关关系，然而研究结论尚

未明确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因此后续工作可尝试引入纵向追踪设计或交叉滞后分析，对累积生态

风险对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厘清关键变量间的联系，为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机

制补充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累积生态风险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2) 消极自我图式是

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3) 内隐健康理论调节了累积生态风险通过消极自我图

式对健康危险行为的间接效应，具体而言，相对于持有健康增量理论的个体，间接效应对于持有健康实

体理论的个体更显著。因此，累积生态风险与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之间既存在中介效应，又存在调节效

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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